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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公是武昌起义的
领导人之一，曾被起义
者推举为“大都督”。辛
亥革命成功后，刘公先
后参加了二次革命、护
国运动、护法运动和反
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为
维护共和贡献了毕生心
血。刘公的一生颇具传
奇色彩，而最为人津津
乐道的，还是他在武昌
首义前后的非凡经历。

共进会的创建者之一

刘公早年就读新学，立志“维新
图强，匡正时弊”，于1902年东渡日
本求学，肄业于东亚同文书院。日本
留学生活开阔了刘公的视野，也促
使他走上了革命道路。其间，他结识
了一批革命志士，和“邹容、章炳麟
尤称莫逆”。他曾对陈天华的《警世
钟》《猛回头》等革命书刊极力资助，
各翻印数万册，运回国内，用于宣传
革命、开启民智。1904年，刘公与宋
教仁等合作，出资出版书刊，宣传革
命思想，后又进入日本东斌学堂学
习军事，结识了焦达峰等人。1905
年秋，刘公在东京见到孙中山、黄
兴，协助孙中山创立同盟会，并创办
《民报》。孙中山见刘公为人仗义，善
于结交四方豪杰，更是一见如故。不
久，两人互换庚帖，正式缔结金兰。

1906年，焦达峰奉黄兴之命回
国参加萍澧浏起义，刘公奉孙中山
之命回国，积极准备响应。起义失败
后，焦达峰遭到清廷通缉，逃亡日
本，刘公潜回家乡居3月，又前往汉
口“图举大事未成”，于是再赴日本，
进入明治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
1907年3月，刘公和焦达峰、孙武、
张百祥等人在日本组织成立共进
会，“以图在长江流域中部地区进行
革命”，并议定以十八星旗为会旗。

1909年初，焦达峰和孙武奉命
回国筹划起义，4月，在汉口设立共
进会总机关，积极联络集聚湘赣会
党进入共进会，为将来起义准备基
础，刘公则留在日本，指导日本的共
进会工作。1910年秋，刘公毕业后，

“携带十八星旗、革命文告和重要书
籍回国”，在鄂北、豫南一带进行革
命活动，吸收同志入会，鼓励青年从
军，并同杨玉如在武汉创办《雄风
报》，宣传革命思想。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
前，刘公等人在湖北策划响应。黄花
岗起义失败后，刘公与孙武等秘密
联络，筹划在两湖“共举义事”。

从家人手中为革命“筹措”经费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共
进会诸人急切盼望刘公来武汉主持
会务，尤其需要刘公在经济上提供
支持。刘家虽然富甲一方，可要支出

如此大一笔经费，总得有一个令人信
服的理由。刘公认为，家中亲戚多和清
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说服他们
出资赞助革命，绝非易事。于是，他找
到从美国返乡的表兄、同盟会会员陶
德琨商量，决定趁清明节其叔父刘子
麟(任职度支部——清朝掌管财政事
务的机构)返乡祭祖的机会，共同在家
人面前演一出戏，以便从家人手中取
得起义经费。

祭祖当天，刘公和陶德琨对家里
人称：“捐得一实缺道台，分发河南，可
以走马上任，急需白银8000两。”得到
其叔刘子麟等人的支持。5月，刘公遂
携家中所给的5000两银票赴武汉，将
这笔钱提供给共进会革命党人作为革
命活动经费。不久，刘家又托人捎来
4000两纹银，刘公把这些钱全部用于
购置枪弹、印制中华银行钞票以及起
义旗帜、文告等项，为起义提供了可靠
的经济保障。

布置制作“首义之旗”

1911 年春夏之交，刘公在武昌
正卫街刚刚购买的公馆里召见了湖
北中等工业学堂的 3 位学生，他们
就是该学堂电机系的赵师梅、赵学
诗堂兄弟俩和机械系的陈磊(即陈潭
秋的五哥，字树三，后在孙中山领
导的南京临时国民政府陆军部工作
时殉职)，这三位都是共进会会员，
比较熟悉绘图并自备有绘图仪器。刘
公拿出共进会几位领导人在日本东京
研究确定的“九角十八星旗”小图
样，向他们布置了秘密放大绘制“首
义之旗”的任务。

刘公进一步阐明了该旗图案的意
义与尺寸要求，并要求他们必须赶在
暑假前后完成20面旗帜的制作。

三位学生立即开始了制作。首
先，他们将样旗按要求做成纸型，在送
呈刘公得到认可后，再在红、黄、黑色
的布片上依样放大裁剪。当时制旗所
用的只有白布料，于是，刘公便派人到
武胜门正街药房，购买了藤黄等颜料
回到公馆内秘密染色。三位学生在每
天下午上完课后，就马上赶到刘公家
吃晚饭，饭后便开始埋头苦干，直到夜
深才回租赁房里就寝。在不到一个月
的时间里，他们即完成了绘制、放样与
剪裁的任务，然后由共进会骨干邓玉
麟在武胜门正街找妥了一家裁缝店，
而且每次都是在该店铺打烊后，才秘

送两面旗的布料去缝制加工，直到武
昌起义前夕，总共缝制完工了6面(一
说为8面)九角十八星旗。

这6面用于起义的旗帜，先后分
送到了武昌小朝街85号的文学社机
关和汉口宝善里14号的共进会机关
存放。而最后送到裁缝店的两面旗的
布料因旗杆套未做好，则留在了裁缝
店继续缝制。同时，在1911年9月24
日上午举行的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大
会上，再次重申加快制作起义时统一
使用军旗——九角十八星旗。为方便
起见，剩下的制旗任务就交由革命党
人李白贞完成。

起义前被推举为“大都督”

在 9 月 24 日共进会和文学社召
开的大会上，制定了起义方案，初步决
定刘公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
孙武为军务部长，重大事务由3人共
同商处。按照共进会规定，总理即是

“起义的大都督”（后因革命形势变化，
预定计划未能实现）。

9月24日当日，刘公夫妇以风声
紧，移居汉口李白贞照相馆与俄租界
宝善里1号，以便于和附近的14号机
关部联络。

10月9日下午，刘公与孙武往汉
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部点验党
员名册后，孙武试验炸弹，不幸被炸
伤。声音惊动了租界巡捕。刘公让人将
孙武送往同仁医院医治，本人则隐蔽
于汉口汉兴里友人处。俄国巡捕前来
搜查，起义的文件、旗帜等被搜走，刘
公妻子李淑卿、其弟刘同等人被捕。湖
广总督闻听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
捕革命党人，彭楚潘、刘复基、杨洪胜
三人就义。

10 月 10 日早晨，刘公同张振武
等赶到孙武在共和里的藏身处，紧急
约见了部分骨干，决议于当晚发动起
义，并派人向工程炮队各营传达了起
义时间及“同心协力”的起义口令。李
次生立即取出为孙武裹伤的两面九角
十八星旗缠在腰间，立即与邓玉麟一
道渡江完成了联络传令任务。

武昌起义的战斗打响后，蔡济民
命李次生手举九角十八星旗，走在第
二十九标第二营进攻督署队伍前面。
督署攻克后，李次生举着旗子由千家
街向楚望台进发，准备插上蛇山，因山
石坚硬，最后将这面九角十八星旗插
上了湖北省咨议局门首。

第二天中午，新成立的鄂军都督
府第一次会议上，谋略处正式确定把
九角十八星旗作为正式开国后的革命
军旗。这时开会的首脑们便派邓玉麟
等人，立刻赶到武胜门正街裁缝店取
回了最后缝制完工的两面九角十八星
旗，并于当天，一面竖在了武昌江边的
汉阳门城楼上，另一面竖在了武昌司
门口的蛇山鼓楼上（民国成立后的
1912年6月，经南京临时国民参议院
议决，将九角十八星旗中间加缀一星
改为九角十九星，正式定为陆军军
旗）。

参与起草《鄂州约法》及率部北伐

武昌首义成功，刘公与张振武、
蔡济民等同为领导人。起义军掌控武
汉三镇后，在咨议局集会上，刘公等
组织湖北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
督，刘公出任军政府总监察处总监
察。不久，刘公和孙武、居正、汤化
龙、陶德琨等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
起草制定 《鄂州约法》。汉阳失守
后，武昌危急，黎元洪擅自出走，刘
公以总监察名义主持军政府工作，一
面督率军队，竭力防守，并组织奋勇
军保卫武昌，一面电请各省派兵援
鄂。武昌形势一度稳定后，刘公又通
令各机关：凡行政措施、人事安排、
经费开支等须得总监察处批准。

为了回应和打击袁世凯要挟南方
革命政权的狂妄气焰，南京临时政府
决定组织6路大军挥师北伐。黎元洪
接到南京临时政府的命令，也下令北
伐。刘公立即表示愿领军北伐，被黎
元洪委任为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刘公
革命资历深，待人宽厚，因此鄂北、
豫南的革命党人多愿随行，先后有
2000 多人参加了他的部队。因革命
声威远震和河南人民光复心切，刘公
率领的北伐部队很快就分别进至河南
唐河和新野等地，刘公也于1912年
3月20日统率本部抵达襄阳，收编光
复襄阳的张国荃部，并准备继续向北
推进。就在此时，刘公接到黎元洪命
令，由于南北议和，部队在停战期内
不许进击。1912年2月10日，南北
双方就清帝退位条件达成协议。清帝
退位后，黎元洪又电请袁世凯调刘公
到北京任职，被刘公拒绝。后经革命
党人赴襄阳劝说，刘公才勉强答应，于
9月离开襄阳前往北京。

（作者为武汉文史工作者）

武昌首义前后的刘公
裴高才

1943 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
的第一、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
后，淮北的新四军部队为争取改善
国共关系，加强抗日团结，从多方
面做了许多努力。但是国民党顽固
派不仅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在
淮北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
民的政策。

2月，国民党顽固派、江苏省
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受
到日军攻击，溃不成军。在新四军
四师的掩护和救济下，韩德勤部得
到充分休整、元气日渐恢复。就在
此时，韩德勤却恩将仇报，再次挑
起摩擦，率部进占淮北根据地中心
区，盘踞在山子头等地，大肆逮
捕、屠杀共产党人，叫嚣要建立

“反共基地”，并企图与东进的国民
党军王仲廉部实施“夹击”，一举

“吃掉”新四军四师。韩德勤忘恩

负义的罪恶行径，激起了抗日根据地
军民的无比愤慨。新四军军部在截获
了顽军要发动突然的军事进攻的电报
后决定，集中新四军四师主力及二师、
三师以及淮海军分区等部分部队统一
归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子恢指挥，
先集中兵力给韩德勤以坚决打击，然
后再掉头迎头痛击王仲廉部的进犯。

为给韩德勤最后一次机会，淮
海军分区派人劝告韩德勤，希望他
遵守和新四军之间的协议，顾全大
局，共同抗日。然而韩德勤的气焰
愈加嚣张。

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政委邓
子恢遂于 3 月 17 日下午召集九旅、
十一旅、七旅、五旅、骑兵团首长参
加作战会议。会议决定发起山子头反
击战，由九旅旅长韦国清率九旅担任
主攻，力求全歼驻扎在山子头地区的
韩德勤总部和王光夏的保安第三纵队
主力。而第十一旅三十一、三十二团
各1个营及五旅4个连统一归十一旅
旅长滕海清、政治委员赖毅指挥，攻
击顽军独立第六旅。鉴于当时，新四
军正在各地执行反“扫荡”任务，部

队比较分散，九旅只有二十五、二十
六团两个团的兵力，彭雪枫决定师警
卫营划归韦国清指挥。

山子头是成子湖西北岸的一条西
南、东北走向的土岗子，岗上有孙
圩、韩圩、王圩、裴庄等主要村庄。
经侦察，韩德勤总部和王光夏的保安
第三纵队分别盘踞在这几个圩子里，
共3000余人，还有9000人驻扎在附
近，韩德勤的总部设在王圩比较坚固
的一座庄院里。为了圆满完成上级交
给的任务，韦国清决定实施“擒贼先
擒王”的作战方案，即集中两个团的
大部兵力，一举攻歼韩德勤、王光夏
驻扎的总部。

17 日晚 8 时，韦国清率部队秘
密出发，向山子头方向前进。深夜
11时，突然天降大雨，九旅指战员
冒雨疾进。为了防止掉队和迷失方
向、按时到达攻击位置，指战员采取
后面的人扯前面人衣服的做法，一个
紧跟一个前进，终于在预定时间内赶
到指定位置。韩德勤部虽然设有固定
哨和游动哨，但做梦也没有想到新四
军会冒雨夜袭，全都撤回房内躲雨，

九旅先头部队接近其前沿阵地时，韩
德勤部仍未察觉。

18日零时，战斗打响。九旅指
战员迅速突破外围防线，以机枪封锁
院门，并登上韩总部所在屋顶，向院
内扫射。顽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死
伤惨重。慌乱中，韩德勤亲自督战，
指挥院内顽军拼命顽抗。九旅战士们
随即在顽军据守的房顶上扒开几个洞
口，向房内扔手榴弹，随着一阵轰轰
的响声，顽军纷纷举手投降。王光夏
龟缩在房内拒不投降，被九旅战士一
枪击毙。到凌晨4时许，山子头地区
的顽军悉数被新四军消灭。韩德勤换
上士兵军装，躲进俘虏群里，企图蒙
混过关，但马上被新四军认了出来，
只得乖乖投降。

与此同时，十一旅展开攻击后，
与顽军形成了对峙。战斗持续到上午
10 时，顽军部分部队仍在负隅顽
抗。彭雪枫接到报告后，立即命令九
旅集中力量，协助十一旅对顽军发起
猛攻。不久，新四军各部相继赶到，
投入最后的战斗。顽军旅长李仲寰企
图突围，被新四军击毙。从攻击开始
直到战斗结束，整个山子头战役共计
15个小时，韩德勤部顽军尽数被新
四军歼灭。已经越过津浦路，进到灵
璧以北的顽军王仲廉部，得悉韩德勤
部被全歼，立即逃回津浦路西。至
此，国民党顽固派东西合击新四军的
阴谋被彻底粉碎。

山子头反击战，新四军“擒贼先擒王”
贾晓明

刘
公

李
淑
卿

抗战时期，中共山东分局负责人、八
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结合山东历次
反“扫荡”、反“蚕食”斗争经验，于1942年
10月 22日提出了著名的“翻边战术”：将
主力配置在边沿区，当敌人进行“扫荡”或

“蚕食”时，部队选准有利时机，“敌进我
进”，“翻”到敌人占领区去，粉碎敌人的

“扫荡”“蚕食”，也就是说：“敌打到我这
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在罗荣桓的指
挥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二旅成功
运用“翻边战术”，于1942年11月在海陵
取得反“蚕食”战斗的胜利后，又于 1943
年1月发起了夺取郯城的战斗。

郯城，位于临沂与新安镇之间，南
面靠近陇海路，是日军在鲁南苦心经营
的步兵营地。这里墙高壕深，炮楼碉堡
林立，是一座完全碉堡化了的城池。由
于敌人出兵“扫荡”，此时的郯城仅有1
个日军小队和一部分伪军守城。罗荣桓
及时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决定攻克郯
城。为了牵制和迷惑敌人，数千民兵配
合八路军少数主力，对大庄据点展开昼
夜“围攻”，把日伪主力死死缠在沭河沿
岸；命教导二旅派出部分部队监视赣
榆、新浦方面的日军，以保障攻城部队
后侧的安全，另派一部专门阻击马头镇
方面的援敌；同时，指示中共滨海地
委、滨海专署、滨海独立军分区动员上
万名群众，在公路上连续开展 4 天破袭
战，阻断敌人的交通和通讯。

1月18日夜，教导二旅主力急行军

40多公里，隐蔽挺进到郯城移动的马陵
山区。19日深夜，攻城部队直扑郯城城
下，发起进攻，主攻点选在便于隐蔽接
近而又无外壕的城南门。突破南门后，
敌人增兵于内层城门，并将成批的手榴
弹往下投，并向外施放毒气弹，八路军
进攻受阻。20日夜，教导二旅将主攻点
改为守敌戒备较差，射击死角较大，但
有深宽壕沟的城东南角，实行重点突
破。这时，守敌也重整部署，组织火
力，点燃火把，竭力阻止八路军攻城。
教导二旅经过激战，终于登上了城墙，
并迅速沿城墙向两侧发展。与此同时，
北门攻城部队也突破北门。残敌见状，
只得退到城中心的县府院内，负隅顽
抗。21日天亮后，马头镇和附近各据点
的日伪军赶来增援，均被八路军打援部
队击溃。

教导二旅各部队将大院团团围住，
发起猛攻，200多名伪军和伪政府人员举
手投降。此时，只剩 1 座被日军盘踞的
炮楼尚未攻下。教导二旅在竹竿上绑上
炸药送上敌人炮楼顶部施行爆破，炮楼
内大部日军毙命，余者7人投降。至21
日10时，攻城战斗胜利结束。

此次战役，八路军共毙伤日伪军400
余人，俘日军 7 人、伪军及伪政权人员
600余人。攻克郯城后，八路军又乘胜打
下了郯城周围18处敌人据点，迫使“蚕
食”沭河沿岸的敌人全部撤退，郯城周
边的抗日根据地由4个区扩大为7个区。

克郯城“翻边战术”显威力
佟雪辉

1937 年 9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
立，延安成为边区的首府。陕北地区一
直干旱少雨，降雨时间又多集中在夏秋
之际，所以常受旱灾袭扰。为抗旱备
荒、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共中央和
陕甘宁边区特别注重进行水利建设。

当时，延安枣园是中共中央书记处
所在地。枣园乡有1000多亩川地，西川
河从中流过，但因为河床低，难以灌
溉，长期以来，对周边群众的生产生活
造成了巨大障碍。

1939年春，边区政府计划从枣园上
游裴庄村附近的西川河引水，浇灌枣园
1000多亩川地，工程定名为“裴庄渠”。

为修筑这条水渠，陕甘宁边区建设
厅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
4000元，并指派毕业于北洋工学院 （天
津大学前身） 的边区水利专家丁仲文负
责勘测设计，指导当地群众修建。

8月，裴庄渠正式动工，中央机关、
警备团和当地群众一起，修了一条长达6
公里的水渠，把靠天吃饭的川地变成了
旱涝保收的水浇田，次年 4 月底裴庄渠
全部完工。

1940 年 6 月末，延安附近各县遭山
洪冲击，汹涌的山洪直接造成刚刚竣工
不久的裴庄渠大坝被冲毁。在边区政府建
设厅和当地群众的积极努力下，于同年
10月再度动工修复裴庄渠，这次水渠重
修，吸取了前次的经验教训，注意把新法
修筑的内容与当地的具体条件和民间的历
史经验很好结合起来，对水渠进水口等进
行了改修。在军民的共同努力下，新的裴

庄渠于1941年4月19日告成。
建成后的裴庄渠，拦水坝长 70 米，

深宽均为 0.6 米，流量为每秒 0.65 立方
米。对原来渗水的地方，还用石灰拌黄
土填实，保证滴水不漏。全部工程有碎
石坝一座、退水闸一座、跌水五座、斗
门九座，再加上渡口等，并利用水利设
置了水磨三座，以供将来磨粉等用。裴
庄渠自裴庄起，经过庙嘴、磨家湾、枣
园、侯家沟，直达杨家崖，全长约 6 公
里，灌溉面积达1500亩。

裴庄渠建成后，边区政府除直接拨
款外，还发动附近群众按照每亩地 2 元
价格入股，成立了裴庄渠水利合作社，
使得群众从一开始便参与到裴庄渠的日
常使用和管理中来。为了提高裴庄渠的
利用率，同时用丰收的果实教育群众，
自1942年起，边区政府建设厅还派了技
术工作人员，组成裴庄水利管理所，亲
自经营着枣园30亩农场，为群众提供指
导。该渠作为边区延属分区灌溉面积为
最大的水渠，据1943年春天统计，能放
水的 1072.5 亩，每亩以增收细粮三斗
计，年可增收细粮321.75石。

裴庄渠的建成使用，不仅让沿线的
贫瘠的土地变为肥沃的水田，枣园、裴
庄一带的群众也迅速变“靠天吃饭”为
旱涝保收，农业生产收入得到了很大提
升。群众发自内心的感谢党中央，感谢
边区政府，把裴庄渠称为“幸福渠”。

“幸福渠”为边区兴修水利起到了示范带
头作用，边区各地大小水利工程如雨后
春笋，普遍发展起来。

延安有条“幸福渠”
薛永毅

我国近代著名企业家、中国新药业
先驱项松茂于 1911 年任上海五洲药房
总经理后，将中国新药业发扬光大，
1922年，斥巨资收购原外商上海固本肥
皂厂，改名为上海五洲固本皂药厂，生
产多重新药，首创亚林臭药水、东吴药
棉、甘油、牛痘苗等国产新药和国产固
本肥皂，由于价廉物美，广受消费者欢
迎，成为中国西药业办厂自制药品和医
疗器械的先驱。

20世纪20年代，项松茂就开始致力
于提倡国货运动，发起组织中华国货维
持会，又任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常
务委员。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上海救国
会委员，响应号召封存店内日货药品，
对日实施经济绝交，并率先组织厂内职
工编成抗日义勇军一营，自任营长，分
发制服，每日工作后领导大家军事操练
一小时，以做抗日御侮的准备。五洲药
房从总经理到工友，全体捐献一天工资
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这些举措，招致
日军的极度仇视。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中
国军队前线伤亡很大。项松茂接受政府
生产军需药品的任务，亲自监督生产，
日夜不停赶制药品，供应前线急需。一
天晚上，日军伤兵卡车驶经五洲药房第
二分店时，宣称受到枪击。次日上午，

日本海军陆战队和浪人十数名包围第二
分店并砸开店门闯入搜查，将11名留守
店员抓走。项松茂得到消息后亲往营救。
抵达分店时，发现有日军在门前巡逻。项
松茂当即上前交涉，探听被捕店员的消
息。在场一人相约“次日在原地会晤”。项
松茂回到寓所后召集同事，汇报了情况，
并决定第二天依然前往营救被捕工友。
大家恐日军有诈，但项松茂处之泰然，更
冷静地叮嘱大家“明天照常开工”，多生
产军用药品，以供前线急需。

次日下午，项松茂再次前往二分店
营救工友。车至中途，街上已戒严，项
松茂推门下车，坚持进入戒严区。项松
茂来到二分店后，向日本特务提出要求
保释被捕人员，却被日特抓走，押送到
江湾敌营。项松茂早将生死置之度外，
当面怒斥日军侵略罪行，于1月31日凛
然就义。

项松茂以身殉国后，国民政府以
“抗敌不屈，死事甚烈”予以褒扬。著名
进步人士史量才、章太炎、黄炎培等都曾
撰文，高度评价项松茂崇高的爱国精神。
1982年项松茂殉难50周年之际，时任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为项松茂写
下了“制皂制药重科研，光业光华异众
贾；抗敌救友尽忠诚，爱国殉身重千古”
的题词。

项松茂以身殉国
陶诗秀


